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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
钱　　　婉　约
Asian History Research by Ishida Mikinosuke
QIAN Wanyue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we	give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herein	 Ishida	Mikinosuke	began	his	 research	 in	Asian	
studies,	 in	order	 to	elucidate	his	 scholastic	background.	The	second	and	 third	
sections	are	devo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Ishida	Mikinosuke	in	
Asian	Studies.	We	show	 that	his	unique	contributi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rough	his	work	on	Toyo	Bunko,	he	introduced	to	Japan	and	the	entire	
world	extensive	materials	concerning	Asian	Studies	in	multiple	languages.	2）	His	
长安之春	illustrat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using	literature	to	investigate	history;	
that	is	his	use	of	the	history	of	西域胡风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n	folklore,	poetry	and	novels	from	ancient	times.
キーワード：Ishida-Mikinosuke,	Toyo	Bunko,	Toyogaku,		cultur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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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石田干之助（いしだ	みきのすけ、1891－1974），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发展系谱上，他是继白鸟
库吉（1865－1942）、内藤湖南（1866－1934）等人之后的第二代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此时的日本
中国研究者，既具有西方近代学术理念与方法，又能在挖掘和利用古典汉籍方面兼备传统汉学素
养，可谓融会东西方学术特长，在敦煌学、满蒙史地、西域民族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做
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石田干之助正是这一时期具有世界性眼光和影响的学者，他在为日本整
备西方东洋学资料、介绍西方东洋学研究成果，以及开拓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
要成就。本文介绍他的学术成长环境与学术师承关系，评述他在东洋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
方法特征等，藉以管窥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中国研究之一隅。
1
	 石田干之助1891年出生于富士山下的千叶市，幼年时随三井银行职员的父亲迁居东京日本
桥，从此开始了作为“江户子”求学、为学的一生。早年的生活及求学经历，对于石田干之助东
洋史研究之起步，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 1）小学与中学阶段：西学启蒙。
	 甲午战争后，日本增长了所谓“文明强国”的野心，开始逐步拓展其“大陆政策”“东亚盟
主”的计划。反映在教育与学术上，就是关注和加强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的研究。石田
的小学、中学阶段，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接受了所谓“东洋的”观念与“西洋的”方法的
教育。石田回忆说，他们全家初到东京，正是1895年春，甲午战争中“凯旋的军队”在东京新桥
车站附近被市民摇旗欢迎，共庆胜利。1897年，他上了东京的新式小学―有马小学校，唱歌、
习字、算术、图画、手工、罗马字是他印象较深的课程，历史、地理是到小学高年级才有，讲的
是畿内五国、东海道十五国、山城大和、北海道地形等1）。1903年，入私立麻生中学，此时，日本
的中学历史教学，已进入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者分立的教学格局，前辈学者白鸟库吉、桑
原隲藏、藤田丰八等人，先后写出了第一批适应中学教学的“东洋史学”教科书，这是“东洋史
学”最早在中学的植根，大学也随后设立了“东洋史”学科2）。石田回忆说，在中学时，一、二年
	1）	根据《石田干之助博士》一文，载东方学会编《东方学回想》第六卷《学问的回忆 2》，刀水书房平成十二
年（2000）。
	2）	这方面较早的有1896年藤田丰八《中等教育东洋史》，1898年桑原隲藏《中等东洋史》上卷，1904年桑原隲
藏《东洋史教科书备考》《续东洋史教科书备考》，1914年桑原隲藏《东洋史教授资料》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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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上“国史”；三年级开始上“东洋史”―当时一般都用桑原隲藏的教科书，而麻生学校用的是
另一本；四年级上“西洋史”。
	 中学时代的石田，博览课外书籍，阅读并不主要在历史书范围，而是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博
文版帝国文库的《源平盛衰记》《太平记》，以及当时流行的马琴的活字版小说《八犬传》《梦想兵
右卫蝴蝶传》《椿说弓张月》《赖豪阿闍梨怪鼠传》等，还有明治中期的政治小说、福翁传等。此
外，遵父命阅读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的净琉璃作品以及《文章世界》杂志等，增进了年轻
的石田对世事人情的了解洞察，加强了他对于文章鉴赏和文章书写的文学性素养。
	 高中时期，石田在日比谷图书馆，相遇了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本书―坪井九马三的
《史学研究法》，如他所说，令他由此萌生了今后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志向：
 “至今都非常感激在那里我读到了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一书，虽然还不很清楚历史
研究是要做什么？但夸张一点地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正是此书。在中学五年级快结束时，大
塚先生问我，将来准备做什么？我回答说，想做史学！先生再问：为什么这么明确？我回答
说，因为在日比谷图书馆读了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被深深吸引。对用材料批判的自
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感到非常被吸引，所以，想要试试这样来研究历史。......因此，
无论如何想要去研究历史，这是在中学快结束的时候决定的。”3）
（ 2）一高及东京大学阶段：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的习得
 1910年4），石田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部乙预备班5）。一高的师资大多是日本第一代帝国大学
的毕业生，日本近代学术最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这一时期的石田，在学术上得到了专业性的教
育与引导，概括说来，有几个方面：
	 首先，注重历史地理的调查与研究。一高时期的历史教师箭内亘（1875－1926）是东京大学文
科大学史学科1901年的毕业生，受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的影响，致力于中国边疆史地特别是蒙元
	3）	《石田干之助博士》，载东方学会编《东方学回想》第六卷暨《学问的回忆 2 	》，第26页，刀水书房平成十
二年（2000）。
	4）	李庆《日本汉学史贰：成熟与迷途》第370页上有：“1906年进第一高等学校的第一部”，误，应为1910年。
根据上注《石田干之助博士》一文所载“石田干之助博士略历”
	5）	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大学的预备学校，按一部甲乙丙丁、二部甲乙丙丁等分科招生，一部、二部是文
理之分，甲乙丙丁等是按考生所选择的第一外语来作区分的。“一部乙类”即是将来进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并
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预备班。其余“一部甲”是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将来进法科大学；“一部丙”是以德语为
第一外语，“一部丁”是以法语为第一外语，将来可选择进法科大学或文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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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研究，是早期东洋史的开拓者之一6）。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学术界关注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
之风大兴。1907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株式会社组织成立了“满鲜历史调查部”，箭内亘列名其间，
1908年、1909年先后对中国的南满洲及内蒙古地区进行历史遗迹的调查考察。箭内的课程“东洋
史概说”引进和介绍了西方史学理论及中国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使学生耳目一新，他当时正在编
撰新的《东洋读史地图》7），这启发和培养了石田在此后学术研究中，注重历史发生的舞台―“历
史地理”的治学倾向。
	 其次，汉文学素养的训练。一高时期的汉文教师盐谷时敏是编著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中国小说研究》等的名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盐谷温之父；岛田钧一是东京大学汉学祖师岛
田重礼的长子、目录校勘学奇才岛田翰的兄长8），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岩谷时敏编有《汉文类别》，
选辑明清散文佳作，让学生就未作注释的白文进行反复阅读；岛田钧一则选择《左传》《庄子》《韩
非子》等先秦名著，引导学生在详细注释的基础上，阅读理解。这些功课为石田的汉学根基和汉
文学修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最后，文史互济，学问共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田一高时期的同窗，有后来驰骋文坛的
小说家、戏剧家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等，可见当时的一高人才济济，更重要的是，这
也为石田与他们之间今后在史学与文学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埋下了契机9）。
 1913年 9月入，石田正式进入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在东大，他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的
正规学习和训练。当时的东京大学史学科在兰克弟子里斯的教学带动下，崇尚实证主义史学学风，
里斯门下诸人在明治末年，于史学科内每年举行“兰克祭”―兰克纪念会，高挂兰克的肖像，设
祭坛举行纪念活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科学实证方法等等，成为大学生追崇、学习与接受
训练的热点。石田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完成了大学教育。大学时代的教师有东洋学的白鸟库吉、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市村瓒次郎（1864－1947）、池内宏（1878－1952），还有东西交通史的
村上直次郎（1868－1966），佛教的常盘大定（1870－1945）等都是独树一帜、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家。
其中，对石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白鸟库吉。从1913年师生相遇到白鸟1942年去世，石田一直追
	6）	箭内亘的博士论文是《元朝制度研究》，他还是满铁株式会社历史调查部的研究员，先后到中国满洲及蒙古
进行实地调查。
	7）	箭内亘《东洋读史地图》1912年出版，石田评论说：此地图的两大特点：一，与此前的中国历史地图相比，
它不只是中国地图，而是以亚洲全部为视野，把中国放在亚洲的视野中描述；二，确定准确的年代，标注出
不同时代的亚洲形势图。
	8）	参见拙文《岛田翰生平学术述论》，《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
	9）	久米正雄与芥川龙之介的友谊，为文坛熟知。1927年芥川龙之介自杀之前，写下《给一个老友的信》，老友
就是久米，他还将自己的遗稿托付给久米。石田与芥川的关系也颇亲近，芥川小说《杜子春》就是在石田提
供的素材基础上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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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白鸟的学问，参与白鸟组织的东洋学、民族学等学会的活动。白鸟去世后，他随即发表《本会
理事长白鸟库吉之讣》，后来又写有《白鸟库吉先生小传》《白鸟先生追忆》等文，述及白鸟的学
问及为人，这些文章是记述和研究日本早期东洋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10）。
（ 3）毕业后：东洋史研究者的初步业绩
 1916年，石田大学毕业，随即入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研究室当助手，次年，受东京大学派
遣，到中国作学术调查。同时，受岩崎久弥财团的委托，负责接受岩崎久弥财团购买的英国《泰
晤士报》驻京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的藏
书。同年九月，莫里循文库到达东京，石田即出任文库主任，负责莫里循文库的整理和扩充工作。
直到1924年，他一边是东大史学研究室的助手，一边兼任莫里循文库的主任，在学者生涯起步的
八、九年间，埋头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资料文献的整理中。1924年，岩崎财团决定以莫里循
文库为基础成立“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石田继续负责文库的书籍经营，职位是主事。到1934年石
田辞去东洋文库主事为止，前后为文库及所属东洋学研究所的扩充、发展，工作了17年11）。
 1934年，石田转任刚成立的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负责图书室的创设，以及主持编纂英
文版日本百科辞典，石田全面负责辞典的选定条目、审定初稿以及翻译统辖等工作，一直持续到
1943年，由于战局吃紧而停止。
 1942年起，石田开始在大学任教，先是任国学院大学教授；不久后，转任日本大学十六年，
直到1962年退休后，又转为国学院大学专任。在此其间，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庆
应大学、东京都立大学、东京教育大学以及其他国立、私立各大学演讲或集中授课。石田还是日
本民族学会、兰学资料研究会、日本图书馆协会的顾问，是日本考古学会、东洋学术协会、日华
学会、日本民俗学会的评议员，是财团法人东方学会的发起人及理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
文化研究中心的参与者，此外，还曾历任史学会评议员、日本亚洲学会的理事、文部省良书推荐
委员、东亚史编辑委员、财团法人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评议员及翻译委员会委员。1960年，
由于对于日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法国政府授予石田文化功勋奖，	1964年，由于在东洋学方面的贡
献，日本政府赠予石田“紫绶褒章”，	1966年，授予“勋三等瑞宝章”12）。
10）	《本会理事长白鸟库吉之讣》，载《民族学研究》八卷一号，昭和十七年七月， 1 －12页。《白鸟库吉先生小
传》《白鸟先生追忆》二文，载《石田干之助著作集》第四卷。六兴出版，1985年。
11）	东洋文库在1924年以后，陆续吸纳了岩崎文库、藤田（丰八）文库、小田切（万寿之助）文库、河口（慧
海）文库等。1945年以后，东洋文库图书部交日本国会图书馆管理，1948年起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
12）	参见榎一雄《增订	长安之春·解说》，东洋文库91，平凡社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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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田的主要研究著作，按出版时间先后，有《欧人的支那研究》13）（共立社，1932年，1946年
增补再版）《欧美的支那研究》（创元社，1942年）、《长安之春》（创元社，1941年，增订新版平凡
社1967年）、《关于南海的支那史料》（生活社，1945年）、《唐史丛抄》（要书房，1948年）、《东亚
文化史丛考》（东洋文库，1973年），以及《石田干之助著作集》（全 4卷、六兴出版，1985－1986
年）等。
	 中国学界对于他著作的译介，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有：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北平
中法大学，	1934年。张宏英译《中西文化之交流》（原名《支那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流》），商务印
书馆，	1941年。汪馥泉译《中国研究在欧美》，《学术》第四辑，1940年。唐敬杲译《欧美关于中
国学的诸杂志》，《学术界》 1 : 6，1943年、1944年。另外，还有一些他的单篇名著，如《长安
之春》里的《长安之春》《胡旋舞小考》两篇，如《东亚文化史丛考》中的《郎世宁小传稿》，也
在民国时期就有汉译刊登在相关杂志上14）。本人翻译的《长安之春》正注文全译本，2015年夏，由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
	 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里循文库，1917年卖归日本15），1924年改为东洋文库。如上所述，石田干
之助大学毕业后一年，作为东京大学史学研究室的助手，在中国访问考察期间，正好受托负责接
收莫里循文库，并担任第一任文库主任，	1924年，“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成立，石田任主事，继续
负责文库的书籍经营。17年间，石田在莫里循文库、东洋文库负责人这个位置上，为文库的接受、
整备和早期建制，以及文库所属东洋学研究所的扩充、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石田对于东洋文库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端：
	 首先，扩大文库的收藏范围。将以中国为中心的莫里循文库内容，扩大为亚洲全域，东从日
本、菲律宾起，西到埃及，北自北冰洋，南到印度洋的相关文献；将以西文图书为中心的收藏，
扩大到以西文和汉籍为中心，兼及亚洲各地域、各种土语文字的基本资料收藏。这应合了日本经
营东洋学学术领域，并且欲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时代学术追求。可以说，莫里循文库开启了
13） 1945年以后，日本停止对中国使用“支那”之称谓，一律改为中国。这里为保留书和文章的历史原名，保
留“支那”二字，其余行文中，改为中国。
14）	《长安之春》单篇文有贺昌群译，载《读书通讯》第136期（1947年 7月）；《胡旋舞小考》有张海澄译，载
《读书通讯》第159期；又有欧阳予倩译，载《舞蹈学习资料》1954年第四辑。《郎世宁小传稿》有贺昌群译，
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年代未详。新近的翻译，有《长安之春》中《当垆的胡姬》《骊山温泉》《长安盛夏小
景》三篇，戴燕译，收入《对中国文化的乡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有《欧美的支那研究》中《欧美的
汉籍收藏》一篇，甘慧杰译，载《汉学研究》第12集。
15）	关于莫里循文库售予日本，参见周振鹤《从莫里循文库到东洋文库》，《读书》1994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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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组织的东洋学专题性图书馆的嚆矢。
	 其次，确立文库的编目分类方法。东洋文库的图书分类自成体系，中、西、日文文献分类法
各不相同。中文图书分经、史、子、集与丛书几类，另将朝鲜本、满蒙藏文本、越南本附于中文
图书之下；西文图书大致按照莫里循的旧规，分一般参考书、亚细亚远东及太平洋、中国本部、
朝鲜、满蒙、西伯利亚库页岛附等类；日文分总载、神祗、宗教、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历
史、地志、政治法律、经济财政、理工、医学、兵事、产业及普通别致本、特别别致本与逐次刊
行书几类，每类之下再细分，附总载之下分日本、中国、东洋、西洋。继任东洋文库主事榎一雄
评论说，对于像文库这样汇集了大量各种地域文字的东洋学图书来说，这是最方便而实用的图书
分类方法。东洋文库至今仍基本沿用着石田确立的这个分类方法。
	 第三，拓展文库学术活动与国际交流。石田广泛联络外国学者和研究机构，了解世界东洋学
研究新动向，及时订购书籍，凡与东洋研究有关的参考图书、新刊图书、学术期刊，都有计划、
有规模地买进，逐渐建筑起此后东洋文库巨大藏书的基础和机构建制。新设“一般参考部”，提供
一般性参考阅读。针对当年的出版物，举行讲演会、展览会，介绍新刊图书，讲解海外东洋学研
究的新动向。显示了石田对于世界东洋学发展深广的知识、高超的识见以及持续不懈的关注与努
力。16）
	 可以说，莫里循文库因石田干之助的经营拓展获得新生，而对于石田而言，在工作刚起步的
十七年间，整日浸润于如此庞大、得天独厚的东洋学资料宝库中，也使他的知识视野愈加广阔，
学术功底愈加深厚，这是他一生学问的坚实基础。
	 在介绍欧美东洋学研究方面，石田先后出版了《欧美支那学界现状一斑》（东亚研究讲座，东
亚研究会，1925年），《欧人的支那研究》（1932年，1946年增订版）及《欧美的支那研究》（1942
年），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这是最早全面介绍中国研究的欧洲学术情报资料，因此，各单行本
也较早就被翻译引介到中国。晚至1997年，日本科学书院将后两种书影印合刊，题为《欧美、俄
国、日本的中国研究》。
	 关于《欧人的支那研究》与《欧美的支那研究》二书，光看书名，只一字之差，读者或许会
以为后者应该包括前者的内容，只是增加了美国的部分。事实两书内容是接续的。前一书设六章，
分别为（一）序说、（二）古代及中世纪初期的支那知识，（三）中世纪后期阿拉伯人的支那知识、
（四）蒙古人勃兴时代的支那知识、（五）十四、十五世纪元及明初欧西的支那知识、（六）东印度
航线的发现及欧人东航、传教士的支那研究及支那学的成立。后一书以《欧美的支那研究》为第
16）	参见榎一雄《石田干之助博士略传》，载《石田干之助著作集》第四卷，第373－396页，日本六兴出版，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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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书名亦以此而来。此篇正是在时间上接着上一书的“接着说”，介绍了天主教传教士以来的
支那研究，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支那研究，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支那学现状。以下更多篇
幅是“专题介绍论述”：分别为欧美支那学关系的诸杂志、欧美的汉籍蒐集、关于支那的欧文文献
书目、欧美人的满洲地理研究、关于满洲的俄国名著、我国（日本）的西域史研究、关于南海诸
国的支那史料、阿拉伯探险回顾、支那地名谈义等，另外，书中还收有作者所写的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	法国，1865－1918）、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美国	1874－
1934）、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英国，1845－1935	）、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瑞典	1865－1952年）等四位欧美汉学家的小传。
	 在《欧美的支那研究》一书的序中，作者首先写道：
 “东洋的研究当须东洋人所为，而西洋人进出东洋以来，不幸东洋人的东洋研究略输彼等
一筹。不用说，彼等的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綮。然而，在治学方法上，
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由于方法精良之故，近百年间，彼等业绩收效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
其结果，就不可能试为推进有意义的新研究从而发扬东洋文化的地步。”17）
	 肯定了欧美人开拓的支那研究，对于东洋人目下所进行的东洋学研究具有奠基和示范的意
义。
	 在此书第一篇《欧美的支那研究》文的“序说”中，作者又写道：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英法德俄对中国西陲进行大规模的探险活动，大量发现地下
埋藏的古代遗物及洞窟残存的、散佚的古书、古画，美国学者也在地理、考古、人类学等方
面对中国内地进行踏查发掘，新获的研究资料堆积如山，热诚笃学的研究者也逐渐增加，而
中国人自己于斯学亦有所进步，所有这些给我国优秀的年轻学者以激励，近来几乎达成欧美
支那学未曾有的跃进，使支那学呈现出与具有更古老传统的埃及学、希腊学、印度学相提并
论、并无逊色的盛况。”18）
	 虽然欧美的中国研究率先起步，而作者更要强调的是，日本的贡献是“几乎达成了欧美支那
学未曾有的跃进，使支那学呈现出与具有更古老传统的埃及学、希腊学、印度学相提并论、并无
17）	《欧美的支那研究·序》，载《欧美、俄国、日本的中国研究》，281页，科学书院1997年。
18）	《欧美的支那研究·序说》，载《欧美、俄国、日本的中国研究》，294页，科学书院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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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色的盛况。”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继而，要在学术上做“东亚盟主”，他特别写道：
 “于今，政治上经济上我国居于东亚的盟主地位，在学问上，至少在支那的研究上，也应
该有立于世界学术之首班之抱负。这就要深究外国支那研究之长所短所，弃其糟粕，踏其先
路，采当采，弃当弃，达成补不足，正有误的目的，苟独善自高，反将招致斯学之萎靡不振，
有违我促进支那学昂扬之初衷。我等所以留意西洋学者之支那研究，回顾其沿革，无外此
意。”19）
	 石田的欧美支那学介绍，一、肯定欧美之先行地位；二、表彰日本学习跟进的大成效；三、
日本支那学后来居上，欲以在世界上争胜。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研究，日本近代东洋学学
者们受到欧美学者的启蒙引领，起步不久之后，便甚有成就而欲以“超胜”，这几乎是明治、大正
期间学者普遍的学术追求，甚至人生价值旨归。至于上文“东亚盟主”云云，反映了此书出版的
1942年前后，侵华战争下日本国民的普遍心态，石田干之助亦未能免俗。
3
	 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是他东洋学研究中最为人所知的名著。从同名单篇文章到同名相关
论文结集成书，后来又有多个不同版本，正文收文不一、注释繁简不同。以下将各种版本列清单
如下：
	 第一：单篇论文《长安之春》。最初发表在1930年《东亚》杂志的第三卷第五、六号上。这个
初版连作者自己也多不提及，	1932年在《ドルメン》创刊号上再次发表，此后又经作者多次增补，
成为1941年创元社单行本《长安之春》一书的首篇，书名亦由此出。
	 第二：单行本初版《长安之春》。收入《长安之春》单篇及《<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
《西域商胡重金求购宝物的故事》《再论胡人采宝谭》《隋唐时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国》《长安盛夏
小景》共七篇。1941年创元社出版。
	 第三：《长安汲古》。不设篇目，共十一小节，是作者就《长安之春》一书的内容，于1945年
8月 9日、10日所作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共31页，作为《日本丛书》20，1945年由生活社出版。
	 第四：《长安之春	抄》。收入《长安之春》《当垆的胡姬》《<胡旋舞>小考》《唐史襍抄》《禁
19）	《欧美的支那研究·序说》，载《欧美、俄国、日本的中国研究》，295页，科学书院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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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春晓》五篇，为《百花文库》，1947年由创元社出版。
	 第五：《唐史丛抄》。要书房1948年出版，其中的《唐代风俗史抄》《唐代燕饮小景》《唐代图
书杂记》、《唐代的妇人》《唐代中国北部的一种异俗》《无题二则》《橄榄与葡萄》等七篇，	后来收
入增订版《长安之春》。
	 第六：《长安之春》之《世界教养全集》版。收入第二及第五个版本中的《长安之春》《胡旋
舞小考》《当垆的胡姬》《长安的歌妓》《字舞》《唐代燕饮小景》《唐史襍抄》《唐代的妇人》等八
篇，与鸟山喜一《黄河之水》、武田泰淳《史记的世界》、松冈让《敦煌物语》三种，合为一书，
由平凡社1961年出版。这个版本注释删略而简约。
	 第七：《增订	长安之春》。收入《长安之春》《<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唐代风俗史
抄》《唐史襍钞》《唐史关系诸考补遗》《唐代燕饮小景》《唐代中国北部的一种异俗》《无题二则》
《唐代的妇人》《唐代图书杂记》《唐代杂事二则》《橄榄与葡萄》《西域商胡重金求购宝物的故事》
《再论胡人采宝谭》《胡人买宝谭补遗》《隋唐时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国》《长安盛夏小景》18篇。
作为东洋文库91，由平凡社1967年出版。书后有榎一雄解说。此版为作者身前搜集最全、注释添
补最丰富的一版。
	 第八：《长安之春》讲谈社版。1979年出版，在1941年初版七篇之上加上《胡人买宝谭补遗》，
共计八篇。书前、书后有井上靖所作的推介语《必读的书》及跋语《我的座右书》。为作者去世后
所出的通俗简约版。
	 综上所述可见，1941年初版及1979年讲谈社版，是篇目核心而通俗易读的简易版；1967年东
洋文库增订版，是由作者最后审定，在所收篇目、各篇正文、注释追记、附图等方面，都比较全
面的学术版20）。
	 《长安之春》书中各篇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关于唐长安人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的考察，如《长安之春》介绍了长安三春时节，各
种花卉次第开放的时令物候，尤其描绘了牡丹花开时。官绅仕女在都城各处昼夜赏花、买花插花
的情形，春明门、曲江、乐游原、慈恩寺……，处处都是一幅幅春明景和的行乐图；《唐代燕饮小
景》描绘了唐时的酒宴文化，包括敬酒礼节、伴酒乐舞、行酒酒令等，还有带着异域情趣的劝酒
小道具―“酒胡子”。《唐代风俗史抄》则对上元张灯、观灯、燃灯，拔河等，做了比较详细的
资料梳理和介绍。《唐代图书杂记》展现了唐代书店、藏书家、书籍装订、藏书目录等情况。《长
安盛夏小景》则展现了唐人的消夏智慧，冰柱、龙皮扇、自雨亭、凉棚等等一一道来。
	 第二类是对于唐代某些特定群体的关注和考证。如《唐代的妇人》着重描绘了唐代女性在胡
20）	以下关于《长安之春》的论述，依据1967年平凡社《增订	长安之春》版本，简称《长安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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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影响下的种种生活风貌，如身穿男装、骑马、不尚化妆、热衷打球活动等。《长安的歌妓》梳理
了各种类型的长安歌妓，如奴婢性质的宫妓、官妓、家妓，非奴婢性质的、私营妓馆里的民妓，
着重勾勒了长安民妓的生存状态以及民妓与文人雅士歌舞唱和的风情画卷。《当垆的胡姬》描述了
长安酒肆中大量存在的西域胡姬形象，渲染了胡姬的美貌和异国风情，特别是考证了胡姬的来源。
	 第三类是关于长安物质与精神生活各方面呈现胡风的索隐和考证。《胡旋舞小考》考证了胡
旋舞舞者的出身由来以及这种舞蹈的动作特点等等。关于“胡旋舞”与“胡腾舞”，唐以来文献多
有记载，西方学者沙畹、劳费尔等人据此也有所论及，但存疑与误解甚多，石田由此做了进一步
全面的研究，揭示了胡旋舞的来源，胡旋舞流入中国的不同渠道，胡旋舞的演出方式以及胡旋舞
的动作特点、音乐、服饰等等情况。《隋唐时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国》更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与个
人研究推进，从一宗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二艺术：绘画、雕刻、音乐与舞蹈、杂技；三衣
食住：服饰与化妆、食物与酒类、住所等多方面，全面展示了伊朗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的主要影响，展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于西域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融汇。至于关于“胡
商重金求宝”的三篇，则是从《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中，钩沉出数十则胡人在中原重金购求宝
物的神奇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虽求购之物不同，而故事情节发展十分雷同，属于同一类型。从
而展现了胡商在唐及唐以后时代，对中国城市生活以及说话故事的影响。此外，如胡姬衣着与化
妆的样式、西域的魔术、杂技、字舞表演等，也在唐代长安的街市上蔚为大观。
	 纵观全书，作者的研究体现出两大特色。
	 其一，跨文化的研究视野―钩沉胡风。在研究和展示唐长安社会文化景观时，着重考证和
追溯其中的胡风因素，揭示了以首都长安为代表的唐代文化所蕴含的广泛而浓郁的胡风特色。作
者钩沉了胡姬、胡商；胡旋舞、胡服；葡萄酒、酒胡子等西域人物和胡风名物的资料，展示了它
们出身于异域的文化基因以及在唐代文化史上活跃的身影。胡风中又以伊朗系列的文化，对于中
国隋唐的影响最为巨大，在宗教、艺术、衣食住、天文历法等方面，处处呈现。
	 其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文证史。全书以扎实的文献考据功夫见长，旁征博引、条辨
缕析、注释丰富。在征引文献上特别醒目的一点是，作者把文献资料的视野，扩大到不为一般史
学工作者所重视的唐诗、笔记小说等文学性资料上，示范了“以文证史”的研究案例。如他引用
众多唐诗佐证胡旋舞、胡姬；还引用唐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教坊记》、文人笔记《酉阳杂
俎》《开元天宝遗事》《乐府杂录》以及地方志如宋敏求《长安志》《北里志》等等，来再现长安街
坊格局、各类歌妓生活情形等历史情状。这些文学性资料，不仅成为作者论述的依据，也增添了
研究论文的生动可读性。如首篇《长安之春》，以韦庄、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穿插连缀而成，全文既
勾勒出大唐长安三春的历史风貌，又像一篇优美的咏物散文诗。因此，《长安之春》也成为日本作
家在创作以中国唐代为背景的小说电影时的参考书。井上靖在提到他的《天平之薨》、《杨贵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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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说的创作时说，《长安之春》就像是辞书、参考书，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空间性历史舞台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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